
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研究
——以《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六条为中心
潘  玲  杨  波(
摘要：在铁路运输人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上，应采用“过错比较为主、法律原因力比较为辅，兼顾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周围环境等相关因素”的综合评价方法，基于优者危险负担原理，对铁路运输企业的“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予以细化。铁路运输企业具有过错时，比较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责任区间，原因力在区间内发挥调整作用，调整幅度与过错程度相适应；铁路运输企业无过错时，对应受害人的不同过错程度，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有过错时划分的两类责任区间的比例予以酌减，以保证司法标准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关键词：铁路运输人身损害  赔偿责任  减轻比例  过失相抵  司法适用
一、引  言
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和主要运输方式之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到2020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到14.63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达到3.8万公里。
根据规划，到2025年，全国铁路网规模将达到17.5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3.8万公里左右。
伴随着铁路建设的日新月异，铁路通车里程的不断增加，
行人、机动车未经允许穿越、抢越铁路线路、道口等铁路作业区域的问题越发突出，
铁路在人群密集地区穿越的概率和引发事故的概率都相应增加，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多起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为了解决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中的疑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应运而生，并进行了多次修正。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修正中（法释〔2021〕19号），以该《解释》第六条为中心的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规定被细化，区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的不同情形予以具体化为全部损害的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十的责任区间。但仍未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以下简称《铁路法》）通过以来便已存在的司法实践中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不统一的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的长期问题
虽然《解释》通过“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的区分对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进行了细化，却无助于改善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不统一的司法困境。经研究发现，在相似的案情中，比如事发路段已形成人行通道，铁路运输企业未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依据《解释》第六条所确认的责任比例却大相径庭，兹举一例。
在“徐燕与黑龙江煤七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黑龙江省桃山林区人民法院认为该人行通道并非被告设置，被告已在该路段设置禁行标志以示警示，已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徐某系附近居民，明知列车运行时间，依然穿行，应减轻铁路运输企业赔偿责任，判决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徐某全部损失的15%。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书主文论述虽有瑕疵，但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本院依法不予调整。
在“朱朝阳与安阳安铁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裁判，并认为，事发地存在当地居民走出的一条小道，系当地居民经常行走的通道，铁路运输企业应在该处设立警示标志或采取隔离栅栏、地下通道等安全防护措施，却未设置，可认定铁路运输企业对事故发生地段允许行人穿越是认可的，未尽到安全防范、警示义务；朱某为附近村民，经常经事发铁路通行，明知该铁路口存在安全隐患，未谨慎行驶，存在过错。综上，酌定铁路运输企业承担朱某全部损失的70%。
在“雷某等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事发路段为开放路段，线路两侧无护网、无警示标志，有大量群众由此处穿行线路，但其未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等，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警示的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意识到违法进入铁路区间的严重人身危险性，应承担主要责任，综合案情，铁路运输企业应承担全部损失的30%。

上诉三个案例中，案情相似。在徐燕一案中，法院认定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对于朱朝阳一案和葛某一案，法院认定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比例分别为70%、30%。因此，厘清受害人过错与铁路运输企业责任减轻比例之间的关系，明确铁路运输企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标准对确保该领域司法标准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至关重要。
三、减轻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考量要素
（一）“过错比较为主”亦或“原因力比较为主”
当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时，对其责任的减轻是过失相抵在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领域的具体适用，
主要考量因素有过错和原因力，在具体适用上，学界存在着“过错为主”亦或“原因力”为主的争论。以杨立新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过错比较为主，法律原因力比较为辅”，
以张新宝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最终份额的分配上，应以“原因力比较为主，过错比较为辅”，同时考虑双方经济状况和公平原则。

杨立新教授认为，与有过失体现了受害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原则，责任自负的基础是过错，过错不仅是检验责任是否构成的要素，也是衡量责任分担的标准，对损害发生或扩大发挥作用的原因力，必须是具有可归责性的原因力，原因力对责任分担的影响附属于过错，受过错程度拘束。
进而，杨立新教授指出，“原因力对与有过失侵权行为责任范围的影响，具有相对性，其相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无法确定时，应以各自行为的原因力大小，确定各自责任的比例；第二，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相等时，各自行为的原因力大小对赔偿责任起‘微调’
作用；当加害人依其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时，双方当事人行为的原因力起‘微调’
作用”。

张新宝教授认为，过失相抵是解决多因现象下双方当事人责任份额分配的法律制度，尽管其与双方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相关，但在判定责任分担时，仍主要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做出。过失相抵中的“过失”是指，受害人以其过错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所具有的原因力，折抵该原因力在促成损害中的份额，进而从法律上排除受害人对此份额的请求。
主观过错是当事人的心里状态，过错程度不易认定，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不应过多关注；因果关系和原因力是纯粹的客观概念，“不含有法律的价值判断”。“原因力为主，兼顾过失程度”的制度设计，使责任份额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客观、公正地分配，较好地发挥了侵权责任法填补受害人损害的功能，充分发挥了侵权责任法的公平正义理念。
“原因力为主，兼顾过失程度”的实施方法是：依据损害主要是哪方造成的，主要原因在加害人时，少量减轻或者不减轻加害人的责任，主要原因在受害人时，大量减轻甚至免除加害人的责任；但损害是加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不免除加害人的责任，损害是受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二）支持“过错比较为主，原因力比较为辅”的评价体系
“原因力为主，过错为辅”的主张偏离了过失相抵的根本。不可否认“与有过失中折抵受害人所应获得赔偿数额的过错必须是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力的过错”，
需要强调的是，过错在与有过失中的基础作用，原因力是从属于过错而发挥作用的。如果采纳“原因力为主”说，就意味着原因力在与有过失的责任分担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这明显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相背。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条为例，“因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在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只有一般过失时，并不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时，却可以减轻无过错责任中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根据此条窥斑见豹，原因力的决定作用无从得知。易言之，“原因力为主”说不能妥当解释“与有过失中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侵权人无权被减轻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主要法律原因力却只有一般过错的受害人的赔偿责任”这一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原因力为主”说的一个漏洞就是，其不能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对故意和重大过失对责任承担的决定性影响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以原因力为主确定与有过失中双方的责任比例，要求该种学说提供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分担比例，但这种比例并不好确定，支持此种学说的学者也未提出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

学者们支持“原因力为主，过错为辅”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决定损害赔偿范围的是原因力强弱，而不是过失程度之轻重；
第二，侵权法的功能在于补偿损害，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以保证公平正义在侵权法上的贯彻；第三，过错是主观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是“不含有法律价值判断”的纯客观因素；
第四，在推定过错和无过错责任中，法律不考虑过错，其过错程度不可知。

上述理由皆有瑕疵。首先，与有过失中责任分担的原因力，指的是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即受侵害的权利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决定着责任范围。但其决定作用并不是指具有因果关系的损害在与有过失中皆可获得赔偿，法律对与有过失在过错上的可归责性的评价极大地影响着赔偿数额。故意或重大过失在原因力相同时，使与有过失的侵权行为中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分担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原因力为主”说给予了有力的反驳。而且，法庭在划分责任份额时，往往受到政策因素和法律目的的影响，虽然有些案件冠名原因力限制责任、分担损失，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因素是过错，因为过错是司法政策考量的核心要素。
其次，侵权法的功能是多重的，
不仅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还具有惩罚功能与补偿功能，随着学者对法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其预防损害功能越来越强于补偿损害的功能。
再次，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并非纯自然的客观概念，特别是在“现实主义法学”诞生之后，其“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司法功效的政策追求”对因果关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催生了英美法因果关系的二分模式，即“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称为“近因”，其本质上是一种责任分担的司法政策，是公平正义的价值映射。与有过失中对原因力的研究是法律的价值分析过程，而非“自然科学”上的适用方法”。
相比较因果关系理论的繁杂性，过错是一个具有客观衡量标准的更易于法律操作的概念。
而且，我国的司法裁判方式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可以妥当比较因果关系的陪审团，仅将这种“诉讼审查”诉诸依据直觉的法官，很难保证不同素养的法官做出公平的责任分配。
最后，无过错责任只是在责任构成上不考虑过错，
并非加害人没有过错，无过错责任的制度设计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人，减轻其举证负担。无过错责任只是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一种泛称，为了特定法律价值的实现，立法者常对不同的无过错责任进行不同的立法选择，
以《解释》为例，起草者将铁路运输企业责任减轻情形界定为过错原则下的过失相抵。是以，过错在无过错责任的与有过失上并非不可考量。
与学界的争论相反，司法实践大多以过错为主要评价要素。比如《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六条、《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2003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条、《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支持根据原因力确定责任份额的是已被废止的《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其在第二条
对原因力在分配责任份额的主导作用予以规定。
具体到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应对其全面把握，从宏观上看，具有减责和免责功能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除不可抗力外）是以过错为基础进行的体系划分；从微观上看，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的两个层次是根据铁路运输企业是否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确定的，是在责任分担阶段对铁路运输企业在过错上的可归责性做出的法律性评价，奠定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的基础。《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可以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其核心内容是“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如果提炼两个关键词，应为“过错”和“适当”。与《解释》第六条在责任分担上表述类似的条文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该条第一款第二项中段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分担上，在非机动车、行人有过错时，适用过失相抵，在条文表述上，二者都强调根据受害方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加害方的赔偿责任，因而“适当”的含义对加害方与受害方的责任分担具有重要影响。杨立新教授认为，“适当”是指“以过错比较和原因力比较为基础，依据优者危险负担的理念确定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份额”。
换言之，“适当”为原因力和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对责任份额的调整预留了空间，从法条规定“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可以适当减轻”上理解，这种调整作用应附属于过错程度的比较。
此外，“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时，不能仅考虑受害人一方的过错，应对铁路运输企业和受害人的过错进行比较，这是《解释》第六条的内在要求。《解释》第六条依据铁路运输企业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的程度对责任比例进行限定，其价值追求在于激励铁路运输企业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尽可能降低铁路运输对人身安全的危险性。在双方的责任分担上，如若仅考虑受害人一方的过错程度，置铁路运输企业的过错程度于不顾，将违背《解释》的司法政策，不能正确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
是以，在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上，应当坚持司法实践的一贯做法，借鉴“过错为主，法律原因力比较为辅”的评价机制，结合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即“过错比较为主、法律原因力比较为辅，兼顾其他相关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等双方当事人过错之外的因素的考量方法，出于保证司法标准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的考虑，本着公平分担损害的原则，双方当事人过错之外的因素造成损失的比例应当遵循基于双方过错和原因力划定的比例，
即遵循同一责任比例。“过错比较为主、法律原因力比较为辅，兼顾其他相关因素”，是指首先比较考虑了周围环境等相关因素的铁路运输企业和受害方的过错程度，得出基础的责任比例；随后对原因力进行考量，并对依据过错程度确定的责任比例进行调整。原因力相等或相近的，依据过错程度和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确定责任份额，原因力相差较大的，责任份额结合原因力上浮或下调。

（三）过错和原因力之外的其他因素的比较
这种因素主要是指事故发生时的天气、路面状况，事故发生的地点，周围环境等因素，比如事故发生在夜间、事故发生在山区、事故发生地附近是居民区等。这些因素可以作为过错和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的一种附加条件
，将其附加到铁路运输企业的“善良家父”标准、受害人的“对自己事物注意”标准及上文所确定的多因现象下的原因力判断标准，进行综合衡量，因为这些因素属于特殊情况，上述操作既能促使案件的公平裁判，也易于司法实践中付诸实施。
四、过错比较为主的综合评价方法在责任减轻比例上的适用

《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当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时，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应在全部损害的90%-60%之间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的，应在全部损害的60%-50%之间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应在全部损害的40%-10%之间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对《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第七十六条
的细化和变更。但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的责任承担，《解释》却仅规定了铁路运输企业所应承担的10%的责任区间，未对该区间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予以细化。结合上文论证得出的“过错比较为主、法律原因力比较为辅，兼顾其他相关因素”的综合考量方法，应对双方的过错和原因力进行比较，在个案中妥当划分责任比例。
但法律毕竟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这个比例不必精确到一分一毫。
兹将比例阐述如下。
（一）铁路运输企业有过错时的责任减轻比例
需要说明的是，铁路运输企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的划分以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为引线，首先比较附加周围环境等相关因素的铁路运输企业和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确定责任区间。考虑到同为一般过失、重大过失或间接故意，可能过错强度也会有细微差别，因而选择了过错区间的制度设计，这样既契合社会实际，也为法律原因力的调整作用预留了空间。如此划分责任比例，是遵循《解释》第六条的价值选择，体现了法律对无过错责任的政策追求，既使受害人得以妥当救济，又敦促铁路运输企业和受害人采取预防措施，契合法律对可归责性的要求。
《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可以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因而在责任减轻比例的划分上，应当以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为主线，依照优者危险负担原理，采用综合评价方法，“适当”提高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份额，以契合《解释》的司法考量。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只有在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时才可以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所以，在铁路运输企业未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时，双方的责任分担比例如下。
第一种情况，铁路运输企业具有间接故意，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主要责任。这种情况下，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害的60%-90%之间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况下，之所以只考虑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一种情况，是因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只有在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时才可以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此时，铁路运输企业具有间接故意，责任份额与《解释》第六条规定的责任比例相同，未进行细化，因为铁路企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铁路列车在运行中给社会造成了较大的风险，应对铁路运输企业苛责较高的责任份额，以体现公平正义。
第二种情况，铁路运输企业具有间接故意且受害人具有间接故意或者铁路运输企业具有重大过失且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同等责任。此种情况的责任分担要结合“优者危险负担”原理做出。所谓“优者危险负担”，即“根据车辆碰撞时物理上危险性之大小和危险回避能力之优劣，分担危险责任”，此原则在日本的责任分担规则中具有重要地位，日本司法实践中存有仅根据此原则确定与有过失中双方当事人责任比例的数个判例，但这种仅依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判定责任比例的做法的妥当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铁路运输企业具有间接故意且受害人也具有间接故意时，依照优者危险负担原理，铁路运输企业应承担较高的责任份额，即应在全部损害的55%-60%之间承担赔偿责任；当铁路运输企业具有重大过失且受害人也具有重大过失时，铁路运输企业应在全部损害的50%-55%之间承担赔偿责任。责任份额的浮动受法律原因力影响，法律原因力相同或者相近的，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原因力相差较大的，根据法律原因力在各自的责任区间内浮动。
之所以如此细化责任份额，是因为铁路列车的危险性较受害人高，碰撞时回避危险和减少损失的能力较受害人优越，所以依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较高的责任。根据《解释》第六条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同等责任的，应当在全部损害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结合铁路运输企业和受害人的过错情况，能够减轻铁路运输企业责任的是受害人重大过失以上的过错情况。所以，当受害人和铁路运输企业均具有间接故意时，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全部损害的55%-60%，因为此时铁路运输企业的过错程度高，理应承担同等责任区间的较高比例；当受害人和铁路运输企业均具有重大过失时，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全部损害的50%-55%，因为此时铁路运输企业的过错程度低于间接故意，应当承担同等责任区间中低于间接故意的责任比例；但总体上，不论铁路运输企业具有间接故意还是重大过失，铁路运输企业皆承担了相应过错程度下高于受害人的责任份额，以体现“优者危险负担”。
第三种情况，铁路运输企业具有一般过失，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或者间接故意，铁路运输企业承担次要责任。当铁路运输企业具有一般过失，受害人具有间接故意时，此时因受害人的过错程度较大，铁路运输企业应在全部损害的10%-20%之间承担赔偿责任；当铁路运输企业具有一般过失，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时，铁路运输企业应在全部损害的20%-40%之间承担赔偿责任。责任份额的浮动受法律原因力影响，法律原因力相同或者相近的，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原因力相差较大的，根据法律原因力在各自的责任区间内浮动。
之所以如此细化责任份额，是因为当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时，承担全部损害的40%-10%之间的赔偿责任。同时，上文已经论证，铁路列车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基于“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同等过错程度下，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较受害人高的责任份额。根据上文论证，当铁路运输企业和受害人过错程度相同时，即双方皆为间接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全部损害的55%-60%和50%-55%。此时间接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责任区间比例是5%比5%，即“1比1”，因为这时铁路运输企业和受害人人的过错程度相同。在此逻辑下，当铁路运输企业仅具有一般过失，受害人具有间接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受害人间接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责任区间比例应当不能是“1比1”，因为铁路运输企业的过错仅为一般过失，较受害人的间接故意和重大过失轻很多。在具体责任比例的细化上，法律毕竟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这个细化比例不必精确到一分一毫。为了便于司法实践中的法官适用，本文认为在铁路运输企业承担次要责任的40%-10%，这30%的责任区间内，应当按照“1比2”的比例划分受害人在具有间接故意和重大过失时的责任区间，以使具有较高过错程度的受害人承担更高的责任份额。受害人间接故意的过错程度较重大过失大。所以，当受害人具有间接故意时承担全部损害的80%-90%，当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时承担全部损害的60%-80%。
（二）铁路运输企业无过错时的责任减轻比例
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相比，铁路运输企业拥有并使用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合作的助推下，对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进而取得了相应的权利，这其中就包含了被挤占社会资源的弱势群体的部分权利。
所以，即使作为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有过错，处于强势地位的铁路运输企业无过错，仍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在铁运输企业无过错时，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铁路运输企业基于优者危险负担原理承担全部损害的百分之十以内的赔偿责任。上文已详述，此时责任比例的浮动源自受害人的过错程度，为了保证与铁路运输企业有过错时责任减轻比例的贯通性，应根据铁路运输企业具有一般过失的责任承担比例予以划分。因为铁路运输企业具有一般过失是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情况下的过错最小的情形，而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表明铁路运输企业没有过错，为了保证与铁路运输企业有过错时责任减轻比例的贯通性，实现司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应当对应铁路运输企业具有一般过错时的责任减轻比例细化规则对铁路运输企业无过错时的责任分担比例予以具体化。鉴于上文己详细论述了铁路运输企业具有一般过错时，铁路运输企业和受害人的责任分担比例规则和理由，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仅展示该划分规则下的具体适用。
当铁路运输企业具有一般过失，受害人具有间接故意时，根据上文论述，受害人承担全部损害80%以内的责任；当铁路运输企业具有一般过失，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时，受害人承担全部损害60%以内的责任。此时两类责任区间之比为“4比3”。依据该比例，分别对应受害人的间接故意、重大过失两种过错程度，划分铁路运输企业无过错时10%以内的责任份额，以保证司法标准的一致性。
第一种情况，受害人具有间接故意，受害人承担10%以内责任区间4/7的责任份额，即铁路运输企业在全部损害的4%以内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情况，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受害人承担10%以内责任区间3/7的责任份额，即铁路运输企业在全部损害的6%以内承担赔偿责任。

按照上述阐释，铁路运输企业人身损害责任减轻比例图示如下：
	铁路运输企业履行义务情况
	铁路运输企业
	受害人
	铁路运输企业责任比例
	法律原因力的调整比例

	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
	主要责任
	间接故意
	重大过失
	60%-90%
	30%

	
	同等责任
	间接故意
	间接故意
	55%-60%
	5%

	
	
	重大过失
	重大过失
	50%-55%
	5%

	
	次要责任
	一般过失
	间接故意
	10%-20%
	10%

	
	
	
	重大过失
	20%-40%
	20%

	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
	无过错
	间接故意
	0-4%
	0


	
	
	重大过失
	0-6%
	


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表
五、结  论
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的裁判是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立足法律体系，结合司法实践，在《解释》第六条“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可以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赔偿责任”的指引下，借鉴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分担，在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的实施上，应采“过错比较为主、法律原因力比较为辅，兼顾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周围环境等相关因素”的综合评价方法，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周围环境等相关因素附加到双方行为的评价机制中，对过错程度和法律原因力予以考量。基于优者危险负担原理，当铁路运输企业具有过错时，围绕受害人的过错程度比较双方过错，依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确定责任区间，法律原因力在区间内发挥调整作用，调整幅度与过错程度相关；当铁路运输企业无过错时，依据铁路运输企业有过错时划分的两类责任区间的比例，分别对应受害人的重大过失、间接故意进行调整。本文对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减轻比例的划分，来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并不是笔者的主观臆断，是在多年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学界在责任分担上的理论积累，连结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司法实践中个案正义的贯彻不无裨益。
(  潘玲，上海交通大学四川研究院研究助理；杨波，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法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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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四川大学法学院王竹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悉心指导。


� 参见《国家铁路局发布〈2020年铁道统计公报〉》（2021-04-19），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1-04/19/content_5600508.htm，2021年4月20日访问。


� 参见《中国铁路总公司提出2020、2025、2035年奋斗目标多项领域将达到世界领先》（2018-01-02），载中国铁路总公司网站，http://www.china-railway.com.cn/xwdt/jrtt/201801/t20180102_69600.html，2021年4月20日访问。


� 参见宫鸣、张代恩：《〈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7期。


� 铁路局在“2019年铁路安全情况公告”中指出，“行人非法上道、公铁交汇区段机动车肇事撞击铁路桥梁、侵入线路，沿线非法施工损坏铁路设备设施等事故较为突出，成为铁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参见《铁路局发布2019年铁路安全情况公告》（2020-03-29），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0-03/29/content_5496731.htm，2021年4月20日访问。


� 以“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由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民事案件法律文书，2014年87份、2015年151份、2016年150份、2017年126份、2018年110份、2019年102份、2020年62份，且在北京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呈现了全国性的爆发态势。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2021年4月20日访问；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法官指出，“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收案数量逐年上升，涉案金额总量较大”，参见罗振宇、赵铁、董欣舟：《关于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调研报告》（2014-02-21），载龙江法院网，http://www.hlj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3556，2021年4月20日访问；天津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指出，“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受害者多为铁路沿线村镇居民，索赔数额巨大”，参见《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调查报告》（2014-01-08），载天津法院网，http://tj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4/01/id/1933683.shtml，2021年4月20日访问。


�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七民终字第200号。


�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安中民三终字第856号。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36389号。


� 王利明教授考证了我国过失相抵制度的产生渊源，和大陆法系的与有过失相比，我国的过失相抵制度更多是借鉴了英美法的比较过失制度，该制度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划分各自的责任范围，参见王利明：《论比较过失》，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 参见杨立新、梁清：《原因力的因果关系理论基础及其具体应用》，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


� 参见张新宝、明俊：《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五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890页。


� 此“微调”作用体现在：双方原因力相等或相差不是悬殊的，双方仍承担同等责任；双方原因力相差悬殊的，应当适当调整责任范围，赔偿责任可以在同等责任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或减少，成为不同等责任，但幅度不应过大。详细论述见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五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890-891页。


� 该“微调”作用是指：原因力相等的，依过错比例确定赔偿责任；原因力不等的依原因力的大小相应调整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责任。详细论述见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五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891页。


� 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五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891页。


� 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2页。


� 参见张新宝、明俊：《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 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1页。


� 参见程啸：《论侵权行为法上的过失相抵制度》，载《清华法学》2005年第2期。


� 参见黄茂荣：《论与有过失》，载《法治研究》2022年第1期。


� 参见张新宝、明俊：《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 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 参见张新宝、明俊：《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 参见张新宝、明俊：《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 参见韩强：《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研究——以学说史为素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五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2页；孙政伟：《大数据时代侵权法功能定位的历史转型》，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


�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


� 参见韩强：《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研究——以学说史为素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 冯·巴尔教授认为，物理世界从不区分所谓的“主要”和“次要”关系，因果关系的指向是“法律上的可归责性，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页。


� 参见杨立新、梁清：《原因力的因果关系理论基础及其具体应用》，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


� 参见[美]丹·B.多布斯：《侵权法》，马静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4页。


� 参见王利明：《论比较过失》，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 参见郑永宽：《过失相抵与无过错责任》，载《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


�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条：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但对因高压电引起的人身损害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按照致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确定各自的责任。致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致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原因，则承担相应的责任。


� 参见杨立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进展及审判对策》，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3期。


� 比较法上，当事人的过错是作为归责标准的原因力的一个考量要素，过错问题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重大过错是认定不当行为及危险源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71页、574页。


� 参见程啸：《论侵权行为法上的过失相抵制度》，载《清华法学》2005年第2期。


� 参见杨立新、梁清：《原因力的因果关系理论基础及其具体应用》，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


� 张新宝教授认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或者不同经验之人应作为“诚实善意之人”的附加条件，使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适应案件的实际情况，笔者受此观点的启发，提出了将“双方过错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附加条件”考量过错和原因力的做法。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 《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第七十六条：负有事故全部责任的，承担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费用的100％；负有主要责任的，承担损失费用的50%以上；负有重要责任的，承担损失费用的30%以上、50%以下；负有次要责任的，承担损失费用的30%以下。有同等责任、涉及多家责任单位承担损失费用时，由事故调查组根据责任程度依次确定损失承担比例。负同等责任的单位，承担相同比例的损失费用。


� 参见叶金强：《论过错程度对侵权构成及效果之影响》，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


� 参见程啸：《论侵权行为法上的过失相抵制度》，载《清华法学》2005年第2期。


� 《解释》第六条的条文表述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表述类似，《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适当”一词为原因力和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对责任份额的调整预留了空间，在责任分担上，“适当”提高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份额，参见杨立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进展及审判对策》，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3期。


� 参见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240页。


� 参见高留志：《〈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理论操纵及其还原》，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